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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多民族国家的元身份问题: 

中国民族身份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1 
 

袁年兴2 

 

摘要：文章在历史的脉络中探析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身份结构与民族社会秩序的逻辑关

联。在理想的社会秩序中，通常都会存在着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元身份，对其他次级身份具有定性

和定值的作用。中国个体的元身份经历了从“子民”、“国民”、“人民”再到“公民”的转变，民

族身份作为次级身份在其中呈现出了不同的态势。这一过程表明，国家通过对社会成员的元身份

设计来实现社会治理，要求元身份与民族身份在日常生活中取得意义的关联，促进民族身份与其

他次级身份相互交织。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以“人民”和“民族”名义授权的“公民”元身份，

具有政治统一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内涵，能够从中派生出一种基于国家意志和个人自由选择的组织

机制。 

关键词：多民族国家；元身份；次级身份；民族身份；中华民族 

 

在充满差异性的社会中，“自我”是解决所有关联着人的存在及其意义问题的阿基米德点。3

其中，身份就是个体认识自我的一种根本途径，承载着个体社会属性的基本界定以及自我意义的

表达。从充满异质性的个体到社会共同体，在理想的社会秩序中，通常都会存在着一种占主导地

位的元身份，对其他次级身份具有定性（被正面或反面看待、被积极对待或消极对待的可能性）

和定值（与其他身份发生关系时的重要性与相对地位）的作用。4如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个体的

元身份为“子民”。“从来为君上之道，当视民如赤子，为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5“子民”

元身份决定了中国传统的“天、地、君、亲、师”的纵向秩序结构，其他次级身份如家族身份、

地缘身份、民族身份、行业身份等，围绕着“子民”元身份相互交织，由此构成了纵横交叉的社

会网络。 

    “子民”作为元身份是与“国家”相对应而言。任何一种元身份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认同中

心与之对应，后者通过象征符号与个体取得意义的关联。从“子民”身份的构成来看，“子民”

包含着“家”之“子”和“国”之“民”的意义关联。从最基本的“子”到最广泛的“民”，“子

民”身份形成的过程无疑也是“家”与“国”走向一体化的过程。换言之，元身份的形成是国家

统治社会过程的产物。不仅如此，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元身份还是社会过程的动力因素。如在

近代中国，“国民”作为一种新的元身份把复杂力量（包括境外的政治势力）牵涉在一起，构成

围绕它的社会冲突、竞争、妥协以及各种观念交锋（改良与革命、传统与现代），结果是社会关

系的不断调整。 

    在个体的诸多身份中，民族身份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地位。作为一种“具有真实或假想的共

同祖先、享有共同的历史记忆、用一个或数个象征因数作为文化焦点以体现自身的群体”6，“民

                                                        
1 本文刊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16 年第 2 期，第 188-195 页。 
2 作者为武汉科技大学 文法与经济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 
3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年，第 1 页。 
4 袁年兴：《国家的身份设计与社会秩序——近代以来中国个体的元身份史》,《人文杂志》2013 年第 5 期。 
5 《清世宗实录》卷 86，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6 Richard Schemerhom,Comparative Ethnic Relations,New York:Random House,1970,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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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承载着个体身份的象征性表达。对于绝大数发展中国家而言，民族身份在摆脱西方殖民统治

的过程中，成为社会动员和政治整合的主要资源。然而在经历了民族主义的第一次浪潮之后，“几

乎所有国家都认为自己为民族国家，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说由单一民族建立”1。与其他次级身

份不同，“民族”身份在社会动员和政治整合时具有统摄其他身份的功能。现代国家由主张明确

的政党、政府主导社会过程，国家通过对身份的管理统治社会，必然积极型塑元身份与民族身份

的秩序。 

本文在大历史的脉络里，主要说明：第一，伴随着社会形态的演变，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元

身份与民族身份的关系呈现不同的态势；第二，元身份的生成要经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过程，

如何通过元身份来统摄民族身份是多民族国家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之一；第三，在当下社会转型

期，民族身份脱离了人民元身份的统摄后并没有纳入公民元身份的统摄下，这对多民族国家的横

向社会关系形成了挑战。本文并非致力于中国个体身份的通史研究，而是以中国元身份转变过程

中的主要因素作为考察点，重点探析元身份与民族身份之间的逻辑关联，旨在为多民族国家的身

份治理提供历史经验支持。 

一、 君主专制下的“子民”与“民族”身份秩序 

    中华民族自古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融合共生的共同体，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也正是促进中华

文明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在君主专制体制下，统治者对元身份和民族文化身份的关系构建大体

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以“子民”元身份的统一性统摄民族文化身份的多样性,民族关系、

宗族关系及地缘关系都内化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家国同构的亲合关系之内。如在唐太宗时期，

室韦、靺鞨、吐蕃及西域各族纷纷“归国”、“愿授国家官职”，2亦有“乞置官司”、“请同编列”、

“请列其地为州县”，3漠北各族还请求开“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

貂皮以充租赋”，4唐太宗及唐高宗、唐玄宗等人则被西北各族尊为“天至尊”、“天可汗”5。在大

唐“子民”身份的统摄下，民族身份与家族身份、地缘身份及其他社会身份相互交织，形成了多

民族、多元文化共生发展的社会格局，以至于“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洛阳城内“家家学胡乐”，

“胡著汉帽,汉著胡帽”，6服饰、音乐、建筑、食物等方面更表现出胡汉融合的特色，甚至“远在

巴尔喀什湖以南的碎叶一带,各族人民交错杂居,既有通解汉语的突厥青少年往来其中,也有身着

突厥衣服的汉人在那里生活”7。 

另一类是以“华夷之辨”或“夷夏之辨”为准则，通过“以华化夷”的手段实现文化身份亦

即元身份的统一性。这种身份设计强调文化的政治色彩，相关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文化“正统性”

的基础上。以北魏鲜卑族政权为例，公元 386 年，拓跋珪改国号“代”为“魏”。为了证明其政

权的合法性，他在诏书中指出：“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

之在德，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8从诏书内容可以看出，拓跋珪显然想

通过构建同一的文化身份来统治“天下”。到孝文帝时期，北魏政权进一步推行移风易俗改革。

不过，对文化正统性的继承并没有必然导致社会共同体的生成，相反，孝文帝的改革措施使普通

“子民”与门阀之间的阶层矛盾愈演愈烈，这种具有文化排他性的“子民”元身份的统摄功能被

                                                        
1 李占荣：《宪法的观念世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39 页。 
2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外臣部·请求》卷 999，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 11719-11725 页。 
3 王溥：《唐会要》卷 9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380-389 页。 
4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198，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第 6245 页。 
5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193，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第 6073 页。 
6 刘肃：《大唐新语·从善》卷 9，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38 页。 
7 引自许敏：《唐朝贞观时期的民族融合与民族和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 年第 5 期。 
8 李延寿：《北史·魏本纪》卷 1，北京：中华书局，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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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削弱。也正如此，在北魏政权瓦解之后，失去身份整合功能的鲜卑族作为一个群体退出了历

史舞台。 

与北魏鲜卑族政权通过构建共同的文化身份来强化“子民”元身份相反，元朝统治者则把不

平等的民族身份秩序作为社会统治的手段。元朝初期，统治者将其治下的民众分为蒙古人、色目

人、汉人和南人四等，不同等级群体的政治社会地位差异明显。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金字塔式的

身份格局，看似牢固，实际上没有向心力，只能靠暴力维持。在元朝存续的短短几十年中，各地

起义层出不穷，社会秩序极不稳定。虽然耶律楚材认为“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

心，天下之能事毕矣”1，但是元朝统治者并没有依据其中的经世思想建立起相应的身份秩序，

社会始终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也正因此，庞大的政权随着战事的失利很快土崩瓦解。 

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家”作为个体最原始的社会纽带和基本单位，与“国”同体，“国”即

是一个大“家”，“家”以“国”为先，“国家”成为了个体赖以生存的心理空间。在多民族的社

会条件下，“子民”元身份的象征性意义自然要求个体在政治层面的平等性。也正如此，清朝统

治者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视天下为一体,率土之人,靡不执恤”2，强调“此天下一家，万

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

也”3。尽管表面上清朝统治者建立的“子民”元身份是与满族文化身份相对应的，强制“子民”

改剃满族的髡发，改著满族服饰，但是清朝统治者还是以儒家伦理作为社会统治的手段，把每个

个体都安排在“天、地、君、亲、师”的伦理秩序之内。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还在西南少

数民族聚居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进一步强化“国家”与西南地区“子民”的意义关联。正

所谓：“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无论是在中原地区，还是在边缘地区，“尤不得

以华夷而有异心”。4不言而喻，理想的元身份包含了文化的多样性以及政治的平等性，是个体在

特定时空中获得社会存在的一种符号性空间，承载着国家对个体社会属性的界定及其存在意义的

象征性表达。然而，与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不同，清朝统治者在西北边疆地区沿袭了元朝的

羁縻政策，如在伊犁和南疆各地实施“伯克制”。中央对伯克虽然有任免权，但是完全不插手维

吾尔族社会的内部事务，这造成了当地老百姓只知“伯克”而不知道清政府。这说明伯克制度下

的个体存在意义缺失了来自国家层面的界定。不仅如此，在当时伊犁和南疆地区，清政府为满汉

官员、驻军以及普通汉族民众修建新的城郭即“汉城”，而各级伯克和普通维吾尔族民众居住在

原来的老城区即“回城”中，“汉城”和“回城”的民众在现实社会中很少交往，“子民”的元身

份在当地维吾尔族社会失去了整合功能，而分城而居的格局造就了两个平行的社会。不言而喻，

当个体的身份认同与国家不产生任何意义的关联，民族身份就有可能上升为一种元身份，这无疑

会威胁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格局。 

二、 近代中国“国民”与“民族”的身份整合 

进入晚清时期，中国可谓战祸连连，国难叠起。在图存救亡的时代诉求中，各族人民同仇敌

忾，纷纷加入了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之中。然而，面对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国人对清政权的认同

发生了动摇，“子民”的身份格局出现了松动，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国民”身份的提出以及国

民意识的觉悟，二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登上了历史舞台。然而，“国民”元身份的建

构恰逢国家主权式微时期，特别是由于这种身份并非中国社会的自然选择，因此围绕着“国民”

身份，中国知识分子（新式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不同政治力量（晚清政府、革命派、维

                                                        
1 宋濂等：《元史·耶律楚材传》卷 146，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第 188-189 页。 
2 章梫:《康熙政要》，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年，第 129 页。 
3 《清世宗实录》卷 86，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4 《清世宗实录》卷 86，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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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派以及国外势力）以及民间社会相互交锋，构成了复杂的政治格局。从这个角度来说，近代中

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同时也是“国民”身份和“子民”身份相互争夺对社会秩序主导权的历史。 

在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等知识分子认识到“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

家?”1在这里，“新民”是相对于“旧民”即“子民”而言，而所谓“新民”即“国民”，“国民

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

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也,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2。1901 年 6 月《国

民报》刊载的《说国民》一文也指出：“所谓国民者,有参政权之谓也。”3在 1900 至 1915 年间，

“国民”一词的使用达到了高峰，宣传国民思想的报刊也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迫于当时社会压

力，清政府准备进行立宪改革。在 1906 年的《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中，“国民”首次

被统治者提及，但是在 1908 年的《钦定宪法大纲》中，个体的身份依然是“臣民”。其中所谓：

“臣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臣民有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4 

“国民”不再被提及。清朝统治者显然意识到“国民”称谓和“臣民”称谓有着本质区别，“国

民”的身份必然会削弱“君主”的权力。 

在近代知识分子的视阈中，“国民”是与“子民”相对立的，因为“子民”本质上和“奴隶”

无异，这也被认为是导致中国积弱积贫的根源。“何谓国民?曰:天使吾为民而吾能尽其为民者也。

何为奴隶?曰:天使吾为民而卒不成其为民者也。故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

有责任;奴隶甘压制,而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而国民尚独立。此奴隶

与国民之别也。”5显然，“国民”概念的提出，旨在改变中国传统的制度根基和统治秩序。 

在国民意识高涨的同时，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也逐渐高涨。在辛亥革命前夕，由于认识

到“排满反清”思想在理论上可能造成中国内部的分裂，维新派提出了“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

以对于国外之诸族”6，一些以满、汉、回、蒙族为主的知识分子团体也纷纷提倡“五族大同”，

主张“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7，并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辛亥革命爆发之后，

中华民族作为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资源，不仅成功瓦解了腐朽的清王朝政权，同时也促进了近代

中国社会的再次整合，其直接后果是一个主张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形成。1912 年，“中华民国”

成立，这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具有政治共同体意义的“中华民族”开始登上

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多民族国家要求建立起一个被广泛认同的超越民族身份的元身份。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

大总统宣言》中讲道：“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

之……是用黾勉从国民之后，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

端在今日。敢披沥肝胆，为国民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8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中

华民国”首先赋予个体以“国民”身份，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

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9在这里，“人民”与“国民”都属于集合名词，

意指中华民国全体社会成员，而“国民”更强调了“人民”在政治层面的平等地位。不难看出，

                                                        
1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 1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 655 页。 
2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 1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 309 页。 
3 《说国民》，《国民报》第 2 期,1901 年 6 月 10 日。《国民报》于 1901 年 5 月 10 日由秦力山、沈云翔、吉翼辉

等人在日本东京正式发刊。办报宗旨是“破中国之积弊，振国民之精神，撰述先译，必期有关中国大局之急务，

毋取空琐，毋蹈偏私。” 
4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56 页。 
5 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1 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年，第

72 页。 
6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学说》，《新民》第 32 号，1903 年 5 月 25 日。 
7 刘晴波主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416 页。 
8 《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90 页。 
9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报》第 35 号，民国元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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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以“国民”为元身份的现代国家在法理层面初见雏形，民族身份在理论上被统摄于国民身份

的框架之内。 

然而，“国民”的元身份不完全等同于法定身份，其不仅需要法律层面的认可，还需要获得

广大民众的认同。不仅如此，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中，不同的社会力量总会显性或隐性地追逐元身

份认同的“中心结构”的位置，而如何取得意义上的关联则是不同力量追逐的核心手段和议题，

这也意味着国家的身份设计需要经历一个错综复杂的政治过程。清末以来，帝国主义一直在利用

一些少数民族上层分子搞所谓民族“独立自治”，清朝统治者曾经试图通过立宪进程中的平满汉

畛域、边疆地区新政等措施来加强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但未能奏效。如何用“国民”的元身份

来构建稳定有序的民族关系格局？1912 年 9 月 3 日孙中山在五族合进会西北协进会上关于《五

族国民合进会启》中强调：“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国民，合一炉以冶之，成为一大民族；

即合汉、满、蒙、回、藏五族豪杰之才识知能，成为一大政党”，只要“五族国民果能终成一大

民族、一大政党，并此汉、满、蒙、回、藏之名词且将消弭而浑化之”。1相关文献显示，中华民

国临时政府试图通过民族主义的整合功能来实践“国民”元身份的构建和实践。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继承了国族主义的概念，宣称“本党之三民主义，于民族主义

上，乃求汉、满、蒙、回、藏人民密切的团结，成一强固有力之国族，对外争国际平等之地位”。

1935 年 11 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第八项要求“重边政，宏教化，以固国族而成统

一”。在这种民族政策方针指导下，国民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实施了一些社会建设措施，如“逐

渐增设边疆各地金融机构企业及合作组织，以扶助经济事业之发展”，边地开发屯垦与移民实边，

“迅速开辟边疆主要之公路铁路”等。“五族联邦制”以及对蒙藏等边疆民族地区所采取的“柔

性政策”虽然具有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的基本理念，但是如同北洋军阀政府一样，南京国民政府

只注重笼络民族地区的上层人物，忽视了广大少数民族民众的实际利益。尽管如此，新疆、内蒙

古、西藏等地一些少数民族精英还是通过各种方式抵制来自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表现出一定程

度的分裂倾向。2显而易见，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羁縻、笼络手段来实现民族地区的治理，缺乏足

够的社会基础，未能真正解决“国民”元身份的统一性问题。 

三、“人民”与“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革命 

与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相比较，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明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49 年《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我国民族治理的基本宪政制度，1952

年 8 月 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颁布实施，1954 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

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在

此基础上，通过民族干部培养及少数民族地方民主改革等一系列相关政治实践，1959 年底全国

共建立了 4 个自治区，1 个自治区筹备委员会，29 个自治州，54 个自治县。自此，中国不仅成

功瓦解了民族地区代表少数权贵利益的地方力量，国家主权建设获得了最大公约数，而且还成功

地建立了以“人民”为元身份的社会关系秩序，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国家政体作为引导民族发

展的认同符号，形成了共同的政治认同基础。 

民族身份作为一种次级身份被统摄于“人民”元身份的框架之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民

族主义思潮的合法性与其发展的程度的“监控”与制约作用。3特别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妨碍民

族团结的因素首先是来自尚未肃清的敌人方面的破坏,其次便是各民族间的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

                                                        
1 孙中山：《五族国民合进会启》，载黄彦、李伯新编:《孙中山藏档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400 页。 
2 严昌洪、李安辉、吴守彬：《论民国时期的民族政策》，《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1 期。 
3 萧功秦：《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与前景》，《战略与管理》2006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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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义残余”1。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内部的统一性，1952 年 2 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第三十五条规定：“上级人民政府应教育并帮助各民族人民建立民族间

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观点，克服各种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21954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也强调：“在发扬各民族间的友爱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民族内部的人

民公敌、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我国的民族团结将继续加强。”3为了纠正一部

分汉族干部中的大汉族主义以及防止地方民族主义思想，中央政府在 1952 年 9 月和 1956 年 4 月

分别两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大检查。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既有

逻辑，基于代议民主所确立的公民身份和权利被批判性地反思和扬弃，这一反思和扬弃的结果就

是对于阶级以及由阶级引申出的人民的诉诸。新中国的国体并没有像中华民国政府那样建立在主

权“国族”的基础之上，而是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是根本的政治制度。在这种体制中，“人民”作为宪法的主体，属于一个集合名字，享有国

家主权。同时，国家通过“民族识别工作”在法律层面重新确立了个体的民族身份，一切民族身

份被统摄在人民元身份的框架之中，贫下中农、富农、地主及恶霸的身份分化在民族内部依此展

开，传统社会的个体“次级身份”完全被统摄于“人民”身份之中，彼此之间的矛盾都属于“人

民”内部的矛盾。“人民”作为元身份作用于社会，是和国家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紧密结合在一

起的。在城市中，政企一体化的“工作单位”不仅是一个人生存的主要依靠，而且还是个人身份

的基本定位。在农村，“生产大队”作为国家政权的最基层单位，发挥着与城市“工作单位”同

样的功能，即通过控制生存的物质基础来实现社会治理。每个人都是国家政权网络中的一员；同

样，每个人都能够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相对应的位置。作为“人民”中的一员，个体的存在意义和

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人民”承载着对个体社会属性的基本界定以及存在意义的象征性表达，

对个体的意识形态、行为规范及伦理道德发挥着指令性的功能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关系

达到了空前的和睦与团结，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地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自发地把个人与国家建

设紧密联系在一起。 

四、“公民”与“民族”:社会转型期的元身份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政企分离的改革措施，政治网络和社会

网络逐渐分离。特别是在市场竞争机制的驱动下，社会利益的分层化与身份认同的直接联系，“人

民”作为元身份逐渐退出了社会领域。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人民”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人

民身份通常由国家来代言。当个体从国家的政治运作体系中退出之后，人民身份只有在国家权力

层面才能发挥作用（譬如人民代表大会、战时社会动员等）。对于个体而言，在日常生活中，回

答“我是谁”这一根本性问题的时候，类似“我是人民中的一员”这样的答案，已经失去了往日

的政治色彩和意义。 

如何应对改革开放可能带来的社会关系问题？1982 年《宪法》明确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

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为深化改革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与合法性保

障，不仅是维护民族团结和建构和谐社会的制度前提，同时也是促进社会朝着公平公正方向发展

的制度保障。在法律面前，每个人对应的身份是“公民”，“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的实质是在改

革过程中以法律的公平正义来凝聚普通公民的社会共识，构建公民社会共同体。和西方国家的“公

民”内涵不同，当下中国是一种由“人民”、“民族”与“公民”在政治上互相生成的国家与个人

                                                        
1 王希恩：《中国共产党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回溯》，《民族研究》2011 年第 4 期。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载《民族政策文献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年，第 169 页。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载《民族政策文件汇编》第二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年，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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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结构，“公民”作为一种元身份，是以“人民”和“民族”名义授权的，承载着国家意志

和个体自由选择的社会机制。 

和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一样，中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了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不

仅有助于多民族社会通过开放性的自由结社来实现多层次的民族交往，而且还有助于保障个体享

有更广泛的选择机会和发展空间，从而预防狭隘民族主义对个体的压抑。随着社会法制的不断完

善，个体的公民意识也不断加强。然而，通过法治来凝聚公民的社会共识在现实层面依然存在着

巨大的阻力，一些地方政府对个体的侵权行为无疑削弱了“公民”作为一种元身份存在的可能性。

尤其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在强拆过程中的“合法性”暴力行为，不仅割裂了“家”

与“国”之间的意义关联，也严重削弱了地方政府的合法性资源。显然，在人民元身份向公民元

身份转换的过程中，一些人还停留在“子民”的“父母官”的思维模式中，中国社会的“公民”

元身份还处于一个国家与社会力量不断磨合的过程中，不具备统摄社会秩序的功能。 

事实上，在个体元身份缺席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关系结构开始出现了松动，个体开始围绕

着自己所具有的社会资源的优势，不断把一些次级社会身份上升到自我认同的元身份地位。个体

与个体之间的交往，不再是基于共同元身份所确定的社会关系秩序，而是不同次级身份之间的对

比和交锋，如“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的迷失，香港的“反蝗虫运动”，等等。同样，在民族大

家庭中，由于元身份的缺席，法定的少数民族的身份在日常生活交往中也自然而然成为影响人们

情感和行动的一种元身份。于是，“民族”认同与民族利益诉求往往紧密结合在一起，“民族”身

份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地位日益彰显，个体的民族身份意识越来越突出。特别是个体之间发生矛

盾冲突的时候，“我”的少数民族身份很容易形成一种群体力量，使个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演变成

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 

特别是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国外敌对势力和一些民族分裂分子相互勾结，利用“民族”身

份不断做文章，导致我国元身份的重构面临着一个异常复杂的局面。在南疆地区，维吾尔族民众

还是生活在传统意义上的“回城”，汉族民众主要生活在新城区，彼此之间很少来往。在台湾和

香港地区，台独分子和港独分子以“重构历史”为基本策略，人为割裂个体与祖国的意义关联。

其实，一些特别的个案显示，这种民族个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只是导火线而已，元身份的缺席是根

本原因——元身份需要一种明确的象征性表达来发挥其指令性功能，统一的社会秩序才能由此生

成。现实情况急需一个具有统摄功能的元身份来整合不同次级身份造成的社会分层。 

五、多民族国家的身份治理逻辑 

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关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一个有序的社会是如何生成的？在经典社会学理

论中，如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卢曼的“一般系统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论”，都试图

从个体的理性角度（经济或行为的）来解释社会有序化何以可能。毫无疑问，人是理性的，经典

社会学理论对人的基本预设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但是，“我是谁？”“谁是我们？”这种人与

人之间结成关系的核心问题，经典社会学理论显然无法回答。其实，在充满异质差异的社会中，

人的本质是孤独，作为人在特定时空中获得社会存在的一种符号性空间，元身份承载着对个体社

会属性的基本界定以及存在意义的象征性表达。如在传统中国社会，元身份的符号性空间一旦被

意义填充，通常具有象征符号的指令性功能，成为共同体秩序的发源地。个体以不同的次级身份

参与社会活动，促进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合作协助，从而形成了社会自组织功能的基本模式。 

次级身份是构成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具有组织界面和中枢的功能，每一个个体以多种不同

的次级身份与外界交往，由此组成了相互交织的社会网络。一般性的社会情境中，次级身份构建

的社会秩序服从于元身份构建的社会秩序，呈现出“内嵌”的结构性特征。次级身份是社会内部

横向联系的基本单位，也是社会自组织功能持续发挥的基础。在“人民”作为元身份的时代，政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8 

治意识形态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成为人们社会存在的话语中心。“人民”作为元身份作

用于社会，依赖于国家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个体的次级身份被遮蔽，社会的自组织功能被行政

结构的指令性代替，社会秩序呈现机械团结的特征。次级身份在形成和运行的过程中与基于元身

份认同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同步进行，社会规范体系由此在具体的次级身份的层面得到体现。

一个没有次级身份的社会，意味着灵活性的缺失和个性的泯灭，社会自组织功能的瘫痪，有机团

结将被机械的秩序所替代，最终导致个体在日常生活空间中的异化。 

元身份需要一种平等的意义系统表达来发挥其指令性功能，次级身份在形成和运行的过程中

与基于元身份认同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同步进行，统一的社会秩序由此生成。同时，元身份

的生成需要经过复杂的社会过程，需要得到社会广大成员的认同。中国个体的元身份经历了从“子

民”、“国民”、“人民”再到“公民”的转变，但是中国公民社会还处于发育不成熟的阶段，特别

是在民族地区，“公民”的元身份处于模糊地位，“民族”认同通常与民族利益诉求紧密结合在一

起，多层次的自由结社和互助合作受到严重制约。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同时培育一种各民族群

体的成员都拥护并且认同的超民族认同时，它才可能是稳定的”1。如何实现公民元身份统摄包

括民族身份在内的其他次级身份，这是现代多民族国家理性建设的重要议题。 

元身份的形成，虽然具有国家的可欲性和可构建特征，但不以主观的意志为转移。元身份不

简单等同于法定的最高身份，社会身份存在于权力关系之中，并通过权力关系而获得。2事实上，

近代以来中国个体元身份的形成过程本身就充满了冲突、矛盾以及各种政治势力的交锋。公民身

份成为一种统摄其他次级身份的元身份，也不可避免会遭遇一些来自利益集团的阻力和挑战。

“公民”身份不同于“人民”身份，每个个体可以说“我是公民”，但不能说“我是人民”，前者

属于一个可数名词，后者则属于一个集合名词。由于现代国家是一种人民与公民在政治上互相生

成的国家与个人关系的结构，这两个概念所包含的因素都一直存在于国家与社会的现实过程之

中。因此，“公民”作为一种元身份，需要一种集体权力即“人民”权力的支持。换言之，国家

对社会成员身份设计的核心内容在于一种共享的意义与规范的确立，实现“国”对“家”、“民族”

以及每个公民的呵护，以确保个体与国家存在着紧密的意义关联。 

现代国家是以宪法为根本大法的法治国家，其基本单位为公民。在一个健康发展的多民族社

会中，“公民”作为一种元身份，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能够通过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体现出对弱

势群体的照顾；同时，“民族”的次级身份是对“公民”元身份的有益补充，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也能够充分发挥民族社会的自组织功能，最大限度激发社会的活力。当“公民”作为一种元身份，

不同民族身份的个体可以自由结社成为一个共同的社会组织，同一民族身份的人又可以隶属于不

同的社会组织，这一方面有助于不同民族的多方面、多层次的交流和协作，实现民族之间的共生

发展；另一方面，公民在国家内享有广泛的选择机会和普遍的权利，能够预防狭隘民族主义对个

体的压抑，最大限度激发社会的活力。以“人民”和“民族”名义授权的公民元身份，无疑能够

使个体超越对民族身份的认识、评价以及情感方面的意义，能够从多民族的社会中派生出一种基

于国家意志和个人自由选择的组织机制。 

 

 

 

 

 

 

                                                        
1 威尔·金利卡：《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政治》，刘曙辉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 年第 2 期。 
2 Jenkins,R.,Social Identi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 ledge,1996,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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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现代国家话语政治中的“民族身份”问题 

 

常 宝 

 

在国家政治领域，除了制度、法律和政府行为等客观事象以外，“话语”也是其核心内容。

“民族”与“民族身份”的生成、民族识别与民族发展议题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社会结构和社会

互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议题。“民族”概念的提出与“民族身份”话语的形成是近代以来中国

社会整体变迁、阶层化、民主化与理性化过程的直接反应，也是中国国家社会治理、社会演变之

间的具体表现和反思性结果。 

 

一、现代国家的诞生：从“部族”到“民族” 

 

    在古代中国，“国”与“家”似乎具有同样的象征性意义，“国”、“家”与“族”之间没有形

成明显的界限，赋予个体“子民”或“部族”等元身份，而随着现代国家的诞生，出现了“民族”、

“族群”和“地缘”等概念及身份。从传统帝国、王朝体制转入现代国家道路时，原有的多民族

帝国体系出现了危机，遇到了挑战，传统“四夷”对中央和中原的认同出现了分裂，尤其到了民

国时期，传统“部族”群体认同进入“民族”认同时期，民族身份、民族认同成为社会变迁过程

中的崭新变量。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是近代中国“民族”、“民族身份”话语研究的典范。他将中国民国时期社会变迁历史放入多民族

关系框架中去审视，其中“民族身份”成为很重要的指标。在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及其关系问题始

终成为不可忽略和绕过的事实和议题，在不同王朝、不同民族统治时期，“大一统”、“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夷夏大防”和“华夷一体”等观念交互作用，成为不同民族关系、民族身份与认同

时期意识形态、社会话语，伴随着中原与各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化、整合、争执与互动的整

体性、结构性变迁。 

中国现代国家的产生不仅继承、影响和重塑了中国多民族社会格局及其认同体系的解构，也

使传统“部族”个体身份和认同转变为“民族身份”及其民族认同，甚至出现了极端的种族身份

和认同，民国时期少数汉族知识分子和精英的“排满反清”思想与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主张、诉

求和民族主义力量可成为代表。与此同时，国内各民族及族人在国家认同建构以及现代国家模式

选择上出现了严重分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汉族精英曾一度主张建立汉民族国家，其他民族精英

（如蒙古族精英“德王”）也纷纷主张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随着传统“部族”群体的解体，

形成了很不稳固的“民族”概念及其认同体系，这不仅表明清王朝社会治理模式已瓦解，也促进

了近代中国社会的重新整合，让社会和民众期待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到来。 

1912 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政界与知识分子精英充分认识到中国多民族历史经验和建立西方式

单一民族“民族国家”行径的错误性，第一次主张放弃帝国王朝“子民”、“臣民”元身份，提出

“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

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1
 创造了“人民”、“中华”和“国

族”等元身份和终极性认同概念，试图整理解决当时出现的多民族身份、认同和社会治理等一系

                                                        
 常宝，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学民俗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1 《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22 页。 


